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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

摘要 关系绩效强弱是影响员工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

关键因素，如何最大程度地提升员工关系绩效是理论界

和企业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亲社会动机被视为决定

关系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但尚未出现关于这种内在关系

及作用机理的系统阐释与深入研究。本文依托动机信息

加工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构建并检验了一个被中介的调

节效应模型，探讨了亲社会动机和认知信任对关系绩效

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亲社会动机、

认知信任与关系绩效显著正相关，帮助行为分别在亲社

会动机与关系绩效、认知信任与关系绩效的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认知信任在亲社会动机与帮助行为之间起

调节作用，进一步调节了帮助行为对亲社会动机—关系

绩效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证明，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全新地揭示了亲社会动机对员工关系绩效的作用机理和

预测力，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动机的相关研究范围，而且为

员工绩效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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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引言

源自绩效行为观的关系绩效是员工工作绩效研究的

主旋律之一，也是任务绩效的有机保障和支撑。复杂的

环境因素对组织发展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挑战，而员工

绩效的强弱成为组织持续前行的内驱力。[1,2] 在这样的

背景下，关系绩效的强弱将是直接影响员工生存与发展

的一个关键环节，因而被学者和实践者广为关注。以往

的绩效结果观一方面聚焦工作结果由个体行动导致，忽

视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过度关注，结果弱化了

人际因素对绩效的影响。有别于绩效结果观，以绩效行

为观标榜的关系绩效涵盖的内容不在正式工作范围内，

也没有严格的职责限定，是个体主动自愿进行的意志行

为，充当个体完成工作任务的“催化剂”角色。以往对

关系绩效的研究多限于反映员工任务绩效方面，随着研

究不断深入，学者们更为强调员工与同事的密切合作、

对周遭同事积极帮助等周边行为。梳理文献发现，已有

关于关系绩效的文献大体集中于探讨其内涵和维度两个

方面，大多认为个性、[3] 经验和知识 [4] 等能够对关系绩

效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少数文献关注动机（主要限于员

工的内在动机及成就动机两方面）对关系绩效的影响。[5]

国内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和探索，程聪等 [6]

基于关系张力视角探讨了社会网络嵌入对关系绩效的影

响，李伟 [7] 探讨了内在动机对关系绩效的影响机制和强

化条件，龙立荣等 [8] 实证研究了心理契约对员工关系绩

效的影响机理。与上述研究紧密相关，有关信任与绩效

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占主导地位的主效应

认为信任直接影响绩效。[9] 然而截至目前，尚未出现从

亲社会动机视角来系统研究关系绩效的文献，对于认知

信任与关系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还缺乏探讨。借鉴并顺

亲社会动机、帮助行为如何影响关系绩效：

认知信任的作用及情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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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之前对多种不同动机有效性研究的逻辑，我们推测亲

社会动机会对员工关系绩效具有额外的解释力。亲社会

动机有助于个体克服、跳出自身视角的局限，具备换位

思考和观点整合的能力，进而对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效

应。虽然动机理论对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好的解释力，

但对这一结果的普适性还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检验。就

此而论，致力于澄清并深入探析亲社会动机对员工关系

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发生效力的边界条件，可能是进

一步揭示这一研究主题的理论突破口，同时有望对关系

绩效领域及动机信息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帮助行为代表一种合作导向、归属性的角色外行为，[10]

包括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和分担工作（包括与同事分享自

己的专业知识经验） 、[11] 帮助新同事适应环境 [12] 等。学

术界普遍认识到帮助行为是提高员工绩效的重要内在驱

动因素，围绕组织研究领域这一关键议题产生了富有成

效的研究成果。[3,13] 最新研究认为，作为一种在组织内

部自愿主动帮助他人的角色外行为，帮助行为除了能够

在纷繁的组织环境中建立高效的人际关系，还有助于个

体绩效的提升。[13] 帮助行为不外乎一种利他行为，而非

一定建立在个体首先受益的基础上。然而，面对复杂的

外部环境，组织需要以更为敏感或敏锐的方式求得发展，

其中离不开组织同事之间的相互帮助。中国是一个高集

体主义国家，帮助行为符合全社会共同倡导的行为规范。

在这样的国家，个体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往往会发生一系

列帮助行为。

已有研究鲜见深入挖掘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之间

的传导机制，以至于我们不清楚亲社会动机主要通过哪

些路径影响关系绩效，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非

常必要。鉴于此，我们试图深入探索亲社会动机为什么、

在什么条件下（认知信任）和怎样（帮助行为）影响员

工关系绩效。①本文研究目的和试图回答的问题具体如下：

（1）依凭动机信息加工理论 [14] 深入剖析亲社会动机对

关系绩效的影响机制。（2）探析帮助行为是否在亲社会

动机与关系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这种内在传导机制

效应究竟是高是低？（3）在什么情境下，亲社会动机对

关系绩效起到促进作用？

一、理论综述与研究假设

1. 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

关系绩效是工作绩效的核心部分，不指向直接的生

产或服务行为，而是为这些行为提供广泛心理和社会环

境支持的行为，对组织有效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1,15] 关

系绩效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意志动机成分（如主动、

积极面对困难），又包括人际因素（如建立、维持良好的

人际关系），这些内涵在很多方面有益于组织。[1,16] 因而，

关系绩效可视为努力、能力和角色认知之间相互关系的

结果。从微观方面来分析，关系绩效包括员工主动承担

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任务并保持较高的热情，旨在完成

工作任务而付出的额外努力，愿意帮助他人并与他人展

开合作，不践踏组织相关规定，支持和维护组织目标。[17]

就宏观方面而言，关系绩效不外乎人际促进（包括关心、

支持和帮助其他同事）和职务奉献（尝试加倍努力，完

成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归结起来，关系绩效是一

种支持社会和心理结构的行为。[15]

作为塑造组织情境方式的亲社会行为，是员工任务

活动的驱动因素及重要途径，更是有益于他人的积极行

为。亲社会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宽泛的人与人互动行为

范畴，包括帮助他人、分享和合作以维护他人利益的自

愿活动，[18] 具有社会互动性、高社会称许性、利他性和

互惠性等特征。不同的社会背景使上述行为表现各异，

但基本出发点是让他人获得益处。就此而论，亲社会

行为具有鲜明的利他趋向，即个体考虑他人的福祉。目

前学界围绕亲社会行为展开如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共

情、内疚和担忧等诱发亲社会行为）和跨群体助人行为

（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的偏爱倾向）等研究。其中，

针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明显增多，主要致力于挖掘

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机理与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

亲社会行为的探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作为自愿的

社会性活动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影响任务绩效，[19] 为

本研究假设提供了有力的直接证据支撑。

行为主义认为，个体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形成各种动

机，而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具有多样化的动机和功能。亲

社会行为有益于个体活动的自主实施和自我动机认同，

因而在剖析研究亲社会行为时，人们倾向于强调行为动

机，往往根据直接引发行为的动机来判断该行为是否为

亲社会的。然而，与亲社会行为不同，亲社会动机是指

考虑他人利益，并愿意为此投入精力的意愿。[18] 亲社会

动机驱动下的个体关注成果分配的公平性，由于个体将

自身和他人作为整体来考虑联合收益，使和谐互赢成为

合作关键。研究发现，亲社会动机能够激发个体组织

忠诚度，增加个体之间工作的紧密度（包括个体关注他

人），促进员工主动性、[20] 同理心、[21] 帮助行为 [22] 和组

织公民行为 [23] 等。这些文献综合显示，当个体具有亲

社会动机时，一方面会更多地考虑他人利益，在一定基

础上产生更多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感 ；另一方面会在组织

中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及智慧等，产生更积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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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行为，在此过程中，个体关系绩效会不断提高。

动机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动机影响行为，员工的动机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处理信息。[24] 依据这一理

论，当员工具有亲社会动机时，更愿意站在他人角度考

虑问题和获取信息，产生更多的合作意愿及信息共享。

员工在亲社会动机的影响下，会在组织中产生更多的积

极角色行为（既包括角色内行为，又包括角色外行为），

与持利己动机的个体相比产生更高的工作绩效。[18] 相关

研究表明，员工的内在工作动机对他们积极的情感体验、

创造性行为、工作持久性、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绩效等都

有很好的预测作用 ；[5,25,26] 具有亲社会动机的个体能够

在信赖合作的基础上为联合收益最大化加倍努力。只有

在信息加工和分享的基础上，个体才能获得更加全面的

资源和信息，做出更加合理的判断和决策，这为员工的

关系绩效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就是说，信息共享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决定组织员工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各种

不同知识的整合，为员工提升关系绩效奠定基础。动机

信息加工理论指出，被个体共享和整合的信息不可避免

地受到认知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影响。[14] 综上，具有亲社

会动机的个体在组织活动中会考虑他人的利益，将组织

真正看成一个集合的整体，在组织内部也会带来更多的

信息和知识共享，促进个体关系绩效的提升。由此，本

文提出 ： 

H1 ：亲社会动机对关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2. 认知信任与关系绩效

具有集合属性的信任是一个包括来自个人的社会心

理现象，在不同的心理过程中愈加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人际信任是基于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出于

心理和自我发展需要，支持自我做出是否与他人继续交

往的认知或判断。[27,28] 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隶属于人际

信任范畴，但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29] 情感信任是

人格线索（或提示）和感觉连接的产物 ；而认知信任建

立在具体连接的基础上，如共享经验可以从关系中排除

不确定性。[20,29] 事实上，认知信任涉及“来自大脑”的

信任，是一种建立在他人能力和可靠性基础上的判断，

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依据他人的行为信息而做出的推

理。Schaubroeck 等 [30] 指出，认知信任涉及建立在绩效

相关的认知基础上，如能力、责任、可靠性和依赖性等。

因此，认知信任是基于特性的（C h a r a c t e r- b a s e d），并

且最初取决于信任者对被信任者业绩记录和绩效相关属

性的评估。[31] 在个体运用他们的资源去发展更多的人际

纽带之前，会愈加试图确定他人的可靠性，如认知信任。

就同行而言，个体更高层次的认知信任足以减少上述不

确定性。[31] 尽管以往大量的研究考察了人际信任对员工

工作绩效的影响，指出认知信任能够对经济资源、任务

建议、职业指导等产生积极影响，[28] 认知信任在领导行

为（如变革型领导）与团队绩效的关系中扮演中介作用，[30]

认知信任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之间的沟通，有助于个体间

的协作、提高工作效率，[27] 但针对认知信任通过怎样的

机制深入影响关系绩效的研究依然缺乏。而且仅仅考察

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与关系绩效的关系，可能限制了我们

对中国组织情境下认知信任因素的认识和了解。

当信任者具有较高的认知信任时，愿意依赖被信任

者，理由是他们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信任者有能力代

表他们的利益。[32] 认知信任产生于累积知识的过程——

允许个体在一定自信的程度上做出关于同行不辜负他 /

她义务可能性的预测。[33] 这种信任暗示出在一定关系中

一方当事人熟悉另一方当事人，因此，此过程积累了一

定程度确保信任另一方当事人的知识。从本质上来看，

认知信任是客观的（相对于情感信任而言），它建立在

理性过程（决定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在“关系中”是信任

的）的基础上，[20,29] 如责任、能力、可靠性和可信性等。

这种信任更多依赖于双方长时间的交往、认知和了解，

通过工作内外的接触来获得对方信任，就此而论，对对

方信息掌握得越多越能有效地预测对方行为。总之，个

体通过理性推理，在认知关系中借助自己的分析判断影

响其工作行为。通过理性推理表现出来的信任消减了员

工之间的自我保护行为，使员工努力聚焦于为关系创造

价值的活动。之所以存在聚焦行为，是因为员工的认知

资源是有限的。耗费有限的资源，或许会降低关系绩效

的意愿。此外，在组织工作中，员工不可能拥有工作所

需的全部知识，所以他们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尽可能对对

方的可信性做出理性、全面的推断，给予对方信任。在

此基础上，员工主动承担工作职责以外的任务，愿意尝

试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进而促进其关系绩效的提升。据

此我们提出假设 ：

H2 ：认知信任对关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3. 帮助行为的中介作用

个体并不总是首先满足自身利益，而会在竞争中先

让他人获益，这种处于合作意图中的非互惠性自愿行为

就是帮助行为，[10] 如可以分担同事的工作负荷、增强互

助配合，有利于组织的绩效提升。[34] 然而，要想确保组

织顺利运行甚至提高其绩效，仅依靠员工的角色内行为

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组织内部创造更多的角色外行为。

学术界将角色外行为定义为“员工自愿表现的行为——

虽然不在正式报酬系统范围之内，却有益于组织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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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35] 充当角色外行为的帮助行为作用于员工之间，

通过帮助同事处理工作相关事务使对方受益，促进员工

交流。[36] 尤其在中国组织情境中的互帮互助，使帮助行

为的内容和表现更为宽泛。[37] 此时，自愿帮助行为和人

际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绩

效水平的高低。随着组织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及专业化程

度提高，员工之间的相互协作和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只

有互相帮助才可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38] 这为关系

绩效的提升提供了天然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帮助行为并不是强制实施的，也不

是在外因的干涉下进行的。[10] 只有个体感知到与帮助对

象的关系时，才决定是否实施帮助行为。[39] 员工在亲社

会动机的驱动下，表现出来的信息加工方式与持利己动

机的员工不同，亲社会动机会促使员工从他人角度处理

问题和加工信息，即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思考对

他人有利的处理方式。因此，组织中的其他员工会感受

到具有亲社会动机员工的善意，在符号互动理论的驱使

下，出于善意的互动和关联，组织成员会产生更多的帮

助行为以回报他人。[37] 依据符号互动理论，[40] 个人很难

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在组织内部直接发生作用。尤其对于

对员工合作程度要求较高的岗位而言，对组织和成员的

智力程度和信息质量的要求更高，因此必须依靠组织

成员之间的合作来提高组织内部绩效。实证研究发现，

绩效影响不仅来自个体能力、掌握的知识和任务熟练

度，更源于人际关系和被评者的个性特征变量。[17] 根据

P o d s a k o f f 等 [35] 的研究，帮助行为除了为同事遇到的工

作问题排忧解难之外，还要帮助同事避免工作中相关问

题的发生（如共享知识或信息时遇到的问题）。由此可知，

关系绩效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组织内部信息共享

和对遇到问题的解决。一方面，组织内部的帮助行为可

以促进较高程度的资源交换、知识共享和情感支持，同

时改进现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提升员工关系绩效；

另一方面，随着帮助行为在整个组织中的扩散，可以在

组织中形成良好的帮助氛围，有利于提高关系绩效。符

号互动理论认为，[40] 个体与他人一定存在某种意义上的

关联、互动和相助，该理论强调个体之间的关系。当个

体对他人提供资源和帮助时，他人感知到这些行为后便

会对利益提供者产生回报和反馈。进一步来说，当员工

感受到组织中的帮助行为时，他们会反过来对给予自己

帮助的同事提供帮助。[37] 在此情形下，帮助行为促进了

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开拓了他们看待问题的视野，

进一步为其高关系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

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对人情关系看重更加固了这种关系。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行为通过集体互动对组织和个体绩

效产生作用，形成关系行为在组织内的结构布局。因此，

帮助行为有助于在员工之间形成积极互动，使其相处更

加开放、随和，有利于关系绩效的提高。

如前所述，具有亲社会动机的员工会密切关注外部

世界，同时识别他人的需要，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因此，

亲社会动机较高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总能保持积极向上

的工作热情，愿意为他人付出精力，相较于亲社会动机

较低的员工而言，更加主动地与同事建立积极互动的人

际关系，并且为其提供较多帮助。此时具有高亲社会动

机的员工提供帮助行为不仅在于组织需要，更大程度上

是为了自我实现的需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动机在起

作用，动机是诱发行为的基础和原因，员工的动机程度

决定了员工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行为。G r a n t 等 [41] 指出，

具有亲社会动机的员工可能至少通过转向外部关注、放

弃自身利益和帮助同事提升责任感三种作用机制影响组

织公民行为。帮助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组织公民行为，当

员工具有较高的亲社会动机时，会促进帮助行为的产生。

相反，当员工缺乏亲社会动机时员工更多地是站在自己

角度去考虑问题和获取信息，忽视组织内的同事，不利

于组织内部帮助行为的产生。就此而论，在亲社会动机

的作用下，员工会产生更多的帮助行为。

Yo u s a f 等 [2] 特别强调在考虑员工动机的前提下，

关系绩效会有良好改善。已有研究证实，亲社会动机可

以促进关系绩效的提高。[26] 动机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信

息共享的质量受到认知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影响。[14] 其中，

信息加工的深度取决于认知动机，而哪些信息将得到加

工则是由社会动机来决定的。[42] 日常工作中，亲社会动

机高的员工易于产生更多的换位思考和积极情绪、不计

较得失，这些可能是关系绩效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

当亲社会动机提高时，个体能够从自身视角移向受益对

象的角度，促使帮助行为的实施，促进关系绩效。综上

所述，在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帮助行

为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假设 ：

H3 ：帮助行为在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处于公共关系中的个体要比处于交换关

系中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换位思考，感知到组织内其他成

员的更多需求。[43] 如此，成员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协

作的关系，不会计较个人在任务中的付出，更不会计较

帮助行为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关系中，个体看重

的是相互之间的帮助协作以提高关系绩效，他们可以将

同事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设身处地感知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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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具有较高的认知信任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更高程度的帮助行为。[39] 也就是说，

当信任拥有一种认知基础时，个体会以一种理性态度去

信任其他同事，[44] 积极影响他们相互间的合作。

依凭符号互动理论，[40] 个体的行为是个体和他人互

动合作的产物。根植于个体对同行能力、可靠性和可信

性的信念，认知信任成为合作关系的基石之一。以往对

认知信任的研究指出，高素质的员工是组织发展的前提

条件，若他们之间缺乏认知信任，则无法促使组织高效

运行。从理性认知的视角来看，认知信任包括个体对他

人行为的风险和不确定判断的相关知识，以及自己的偏

好与对方偏好是否一致的认知。当社会交往中的个体拥

有足够信息资源时，他们会有效预测对方的行为，降低

角色外行为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受益。与此同时，个体

会对他人产生心甘情愿的帮助行为。由于每个人具有独

特的偏好和行为，建立在理性推理基础上的认知信任需

要多次重复认知才能建立，指导个体行为的往往是通

过预演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来实现的。研究表

明，高信任者具有高合作倾向，[30] 认知信任是人际互动

的产物，反过来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重要的

是影响关系绩效。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

H4 ：帮助行为在认知信任与关系绩效的关系中起中

介作用

4. 认知信任的调节作用  

S h e p p a r d 等 [45] 认为，在高质量的互动关系中，基

于身份的信任常存在于双方都信任自身利益会得到对方

的维护这种情况。在这样的高信任互动关系中，亲社会

动机强的个体容易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他人利益和需

求，愿意付出额外的工作投入，在此情形下，双方均获

得较大的安全感，形成较为融洽的互助关系。也就是说，

在不计较个人付出的心理状态前提下，个体会产生较多

的帮助行为。相反，如果双方存在较低的认知信任，出

于本能的保护意识，个体通常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并

不会产生更多的换位思考来考虑他人的处境和想法，显

然这不利于帮助行为的发生。总之，在认知信任作用下，

个体是否在乎他人的处境（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

和为他人着想，直接影响帮助行为的发生及其程度。当

个体决定是否对帮助行为投入的时候，通常会在一定的

认知信任情境中假设协作互助行为。由于社会互动具有

长期性特点，对别人的帮助预期通常与自己对他人的投

入正相关。在此关系中，个体看重的是帮助行为背后的

关系绩效。

我们假设认知信任在亲社会动机与帮助行为的关系

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日常工作及交往中，作为一种客观、

理性的信念，信任认知对个体能力、责任、正直和可靠

性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M a y e r 等 [46] 通过实证研究

验证了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包括直接领导和高层领导）

与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D i r k s 等 [9] 的研究表明，信任

在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前述

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亲社会动机属于具有较高预测

力的变量，符合认知信任调节效应模型的应用环境。进

一步来说，在员工自愿做职责之外的工作、主动持续付

出额外的努力、与同事保持和谐的关系情境下，通过考

虑他人利益，以愿意为此投入精力而表现出来的亲社会

动机会促进员工帮助行为的发生，进而提升关系绩效。

因此我们假设，认知信任能够正向调节亲社会动机与帮

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在亲社会动机与帮助行为的正向

影响关系之中，随着组织内员工认知信任的增加，其帮

助行为也会增加 ；相反，一旦员工认知信任减少，他的

帮助行为也会随之减少。

H5 ：认知信任在亲社会动机对帮助行为的影响过

程中起调节作用，即认知信任越高，亲社会动机与帮助

行为的正向效应越强，反之越弱

H6 ：认知信任调节亲社会动机和关系绩效的关系，

并以帮助行为为中介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过程与样本

为了规避同源误差问题，本研究采用配对方式收

集数据，调查对象来自包括北京、广州和银川等地企业

员工及其同事。我们主要通过 E M BA 校友收集上述地

区的企业名单和 H R 部门联系方式，通过电话详细说明

此次调研的目的和对象，征得企业 H R 部门领导同意后

与其商榷调研时间，在企业人力资源部的配合下确定

调查的员工及其同事的名单，要求他们一起共事至少一

年。对参与调查者还包括如下具体要求 ：（1）有每周工

作时间超过 30 小时的同事，且对该同事的工作表现较

为了解 ；（2）参与者的同事对此次调查愿意配合 ；（3）

参与者对调查内容保密，不会告知同事。填写问卷之前

向调查对象强调此次调研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及保

密性。为了确保收集数据质量，我们分两个时点发放不

同版本的问卷。A 问卷由员工填写亲社会动机、认知信

任等变量，共发放问卷 540 份（收回 459 份）。两个月

后，我们向上一时点的员工发放 B 问卷，让其作答帮助

行为 ；邀请其同事回答关系绩效。删去无效问卷和无

法匹配的问卷后，最终成功配对 315 套有效问卷。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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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6.51%，女性占 43.49% ；年龄方面，30 岁及以下的

员工占 51.11%，31-40 岁员工占 35.24%，41 岁以上员

工占 13.65% ；从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及以下占 61.27%，

硕士及以上占 38.73%。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均被国外文献检验过，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为了确保调查对象精准理解测量题项，

结合调查企业的自身特点，我们对测量条目措辞酌情进

行了针对性修改。全部测量工具都采用李克特 5 点设计。

本文采用的量表如下：亲社会动机。借鉴 Grant 等 [18] 开

发的量表，举例条目为“我很想通过我的工作对他人产

生积极的影响”。采用 Fa r h 等 [10] 方法编制帮助行为量

表，举例条目为“如果有同事的工作跟不上，我会给予

帮助”。借鉴 McA l l i s t e r [47] 的认知信任量表，后经 Chu a

等 [28] 进一步验证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举例条目为“我

愿意为组织工作做出重要的贡献”。关系绩效来自 Va n 

S c o t t e r 等 [15] 开发量表，举例条目为“该同事能够超出

工作任务要求，自愿为他人解决问题”。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1 所示 ：亲社会动机与帮助行为

（r=0.22, p<0.01）、关系绩效（r=0.38, p<0.01）正相关，

认知信任分别与帮助行为（r=0.22, p<0.01）和关系绩效

（r =0.45, p <0.01）正相关，帮助行为与关系绩效也正相

关（r =0.53, p <0.01），为下一步假设检验奠定了良好的

统计学基础。

表1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亲社会动机 3.92 0.50

帮助行为 4.06 0.51 0.22**

认知信任 4.12 0.43 0.25** 0.22**

关系绩效 4.18 0.44 0.38** 0.53** 0.45**

注 ：***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下同

2. 同源偏差控制

通过配对方式收集数据能够有效应对同源偏差，

同时我们还做了如下处理 ：（1）采取匿名方式让调查对

象真实作答，告知他们数据保密性及仅用于学术研究目

的，以确保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 ；（2）避开模棱两可的

测量题项，比如句意不清和复杂的学术语言，尽量避免

主观态度倾向的流露，在受社会称许性偏差影响较明显

的量表中，以具体的认知、行为报告代替 ；（3）本文采

用 H a r m a n 的单因子检测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未旋

转时第一个主成分占到的载荷量为 26.84%，没有解释

绝大部分的变异。此外，通过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判断同

源误差的程度——若交互项的效应显著，说明数据受同

源误差影响的可能性小。

3.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C r o n b a c h`s α 检验主要

变量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亲社会动机、帮助行为、

认知信任和关系绩效的 C r o n b a c h`s α 值分别为 0.74、

0.87、0.78 和 0.79，说明问卷信度可靠。在效度方面，

本文使用的测量条目基于文献回顾，表明变量之间的

关系或者关联构建，对题项措辞、表述方式等做了针

对性的修正和完善，因而可以认为量表具有符合要求

的内容效度。为检验本研究的测度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显示，四因子模型的 x 2/d f =1.68，C F I =0.97，

G F I =0.96，I F I =0.97，R M S E A=0.04，说明四个因子模

型拟合优度指数最佳。

4. 假设检验

（1）帮助行为的中介作用

表 2 的模型 2 表明，亲社会动机对帮助行为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1, p <0.001）；模型 3 表明，认

知信任对帮助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2, 

p <0.001）；模 型 5 和 模 型 6 回归 结 果 表 明， 亲 社会

动机和认知信任对关系绩效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β=0.38, p <0.001 ；β=0.45, p <0.001）。 模 型 7 说

明帮助行为对关系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3, 

p <0.001）。当加入中介变量帮助行为后（模型 8），亲

社会 动机 对关 系绩 效的正向影响由原 来的 β=0.38

（p<0.001）减少为β=0.28（p<0.001），与此相对应，模

型 9 显示，当加入中介变量帮助行为后，认知信任对关

系绩效的正向影响由原来的β=0.45（p <0.001）减少为

β=0.35（p<0.001），因而假设 3 和假设 4 得到验证。我

们使用 B o o t s t r a p 方法检验中介作用的具体效应，结果

显示亲社会动机经由帮助行为影响关系绩效的间接效

应为 0.09（Z=3.26, p<0.001），Bootst rap 的 95% 置信区

间（C I）为 [0.05, 0.13]，该区间内不包括 0 ；相应地，

认知信任经由帮助行为影响关系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10

（Z=3.27, p<0.001），95% 置信区间（CI）为 [0.04, 0.16]

并不包括 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

（2）认知信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中的认知信任调节作用体现在两部分 ：表 2

中模型 2 的实证结果，亲社会动机对帮助行为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结合表 3 发现，亲社会动机和认知信任对

帮助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10），回归系数分

别为（β=0.17, p <0.01）和（β=0.21, p <0.01）。在模型

203-213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2期第              页 



209

组织行为
11 中加入交互项后，交互项对帮助行为的影响系数显著

（β=0.46, p <0.01），并且 ΔR 2=0.03（p <0.01）。由此可

以认为，认知信任在亲社会动机与帮助行为的关系中起

调节作用。如表 3 模型 12 所示，亲社会动机对关系绩

效有显著的正向相关（β=0.24, p <0.001），亲社会动机

与认知信任的交互项对关系绩效也显著相关（β=0.48, 

p <0.001）（模型 13）。当加入中介变量后，帮助行为对

关系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 p <0.001），此时交

互项对关系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β=0.33, p <0.01）。

依据表 4 可以看出，当认知信任在均值水平及均值高于

一个标准差时，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明亲社会动

机经由帮助行为显著影响关系绩效。

表2  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变量
类型

帮助行为 关系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性别 0.01 0.01 -0.02 0.04 0.05 0.01 0.04 0.04 0.01

年龄 -0.10 -0.08 -0.10 -0.06 -0.03 -0.07 -0.01 0.01 -0.02

教育程度 0.04 0.04 0.04 0.06 0.06 0.06 0.04 0.04 0.04

亲社会动机 0.21*** 0.38*** 0.28***

认知信任 0.22*** 0.45*** 0.35***

帮助行为 0.53*** 0.47*** 0.45***

F 1.02 3.73 3.96 0.83 10.99 16.80 24.39 27.24 33.06

R2 0.01 0.06 0.06 0.01 0.15 0.21 0.28 0.36 0.40

△ R2 0.01 0.05** 0.05** 0.01 0.14** 0.20** 0.27** 0.21** 0.19**

表3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类型
帮助行为 关系绩效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性别 -0.01 -0.06 0.01 0.03 0.03

年龄 -0.06 -0.07 -0.03 -0.03 -0.10

教育程度 0.05 0.06 0.06 0.07 0.05

亲社会动机 0.17** 0.17** 0.24*** 0.25*** 0.19***

认知信任 0.21** 0.17* 0.38*** 0.34*** 0.29***

亲社会动机×认知信任 0.46** 0.48*** 0.33**

帮助行为 0.32***

F 4.64 5.41 19.76 20.53 30.21

R2 0.09 0.12 0.29 0.33 0.46

△ R2 0.07** 0.03** 0.28** 0.05** 0.13**

表4  Bootstrap方法在不同调节变量水平上的中介效应
及其置信区间

关系绩效

认知信任的水平 条件中介效应 Boot SE LLCI ULCI

3.69 -0.01 0.02 -0.05 0.03

4.12 0.06** 0.02 0.03 0.09

4.55 0.12** 0.03 0.06 0.19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信任与动机是否及如何影响关系绩效一直是绩效研

究的热点，[9] 学者们从多个视角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动机

对绩效的作用效果。[2 ,5,7,18,26] 国外学者主要从心理学视

角研究关系绩效，如内在动机对员工关系绩效有显著的

预测力。[2] 然而截至目前，对于亲社会动机通过何种机

制促进员工关系绩效还不是很清楚，本文试图通过探索

性研究揭示这一重要影响机理。需要强调的是，亲社会

动机和亲社会行为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两个概念 ：亲社会

动机作为一种“伞型术语”被用于描述保护或加强他者

多种福利的意愿或心理倾向，[18] 体现了个体对成果在自

己和他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偏好。亲社会动机中包含表达

个人价值、增加自我价值感、减轻负罪感或压力、建立

和强化人际关系、自我提升、增长职业技能这六类动机。

亲社会动机是社会行为的发端、前提，充当亲社会行为

的内在驱动力。依据“动机是前提，行为是结果”这一

逻辑理路可知 ：在实际情境中，亲社会动机高的个体能

够从自身视角移向受益对象的角度，会产生更多慷慨付

出的行为。本文在动机信息加工和符号互动结合的视角

下，深入探讨亲社会动机、帮助行为与关系绩效之间的

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上两种视角对阐发亲社会动

机作用机制各有优势，前者较微观，注重个体出于怎样

的动机打破自身束缚 ；后者的着眼点更高，考察了个体

与他人的互动因素。仅从单一视角对亲社会动机作用问

题进行探析，在复杂的组织管理问题面前难免有些乏力。

结合两种视角的优势，通过实证检验，本文所有假设得

到了支持。

首先，组织若要长久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发的、

主动性的、超越角色规定的行为。本文在动机信息加工

理论的基础上，检验了亲社会动机对关系绩效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作用，再次印证了以往研究结论，如西方学者

的研究指出亲社会动机是关系绩效的重要前置变量。[18,26]

不过，以往有关关系绩效前因变量的研究多限于在个体

知识、[4] 人格和认知能力 [3] 及与工作特征相关的因素方

面，没有在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之间建立联系。有学

者指出，虽然动机是导致工作绩效的必要条件，但为了

更好理解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应当多关注亲社会动机。[18]

国内学术界对亲社会动机的研究处于对比分析阶段（与

其他动机相比），有关动机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多集中于

研究员工的内部动机或成就动机对关系绩效的影响，如

李伟 [7] 探讨了内在动机对关系绩效的影响机制和强化

条件。为了探究亲社会动机可能存在的独特作用机制，

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近几年猛增，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视

角来阐发其作用过程。[18,25] 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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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亲社会动机有别于学术界通常所涉及的动机概念，

比如主导性动机、辅助性动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

机等。理由是亲社会动机反映了个体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

上看待问题，此过程展现出个体能够换位思考，突出了本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创新点。根据动机信息加工理论，[14] 我

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发现亲社会动机能够对员工尽

可能产生多的换位思考，这一动机决定了员工在信息加

工和处理时更加考虑整体利益及分配的公平性，他们倾

向于把换位思考视为合作共赢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

当组织面临问题需要重新思考时，员工会出于整体利益

的考虑跳出自身局限，提高对他人信息及智慧的敏感度，

加强信息处理和观点整合的能力，进而做出更加理智的

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关系绩效的提高。从理论上

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亲社会动机的本质和内涵

确保其能够积极影响关系绩效。[18] 就现有的研究文献

来看，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亲社会动机对关系绩效表现出

更强的正向影响（相对于西方文化情境下的影响）。可能

是中国常常显示出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兼顾他人利益

的行为得到了积极鼓励。高集体主义国家积极鼓励兼顾

他人利益行为，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谐。这种人际关系

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更受

欢迎。亲社会动机包括员工与员工之间围绕整体利益所

进行的互动交流，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员工自身利益，更

应认识到这种互动，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联合收益能够

推动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与以往考察动机与员工绩

效关系的研究相比，本文突破了关系绩效领域分析角度

的窠臼，首次基于动机信息加工理论对亲社会动机有效

性做了初步检验，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关系绩效背

后的深层诱发因素，同时拓展对关系绩效的深层认识。

其次，以往研究多遵循“领导—动机（或信任）—

绩效”的逻辑路线探析绩效，[30] 很少有文献深入解释亲

社会动机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关系绩效，本文依托符号

互动理论，从全新视角为亲社会动机（和认知信任）如

何影响关系绩效提供了探索性实证分析。作为绩效提升

的天然条件和温床，帮助行为在西方学界备受欢迎，由

于种种原因，这一概念在中国很少有人深入关注。本文

一方面对以往研究支持，即证实帮助行为是关系绩效的

重要前因变量 ；[34] 另一方面证明了帮助行为对关系绩效

尤为关键，有助于充实和完善对帮助行为成因和影响的

理论认识。组织内部的帮助行为是员工自发产生、不受

企业原则和规章制度制约的一种善意行为。由动机决定

行为可知，员工的亲社会动机所产生的换位思考会提高

其在组织内部相互依存程度及协作性，随之带来员工帮

助行为，尤其是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这一作用更为突出。

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帮助行为拉近了员工之间的关系，

在组织内部形成一个更开放、互助的氛围，促进关系绩

效的提高。换言之，帮助行为的接受者是亲社会互动中

的接收方，不仅因对方的帮助得到恩惠，还以此通过更

多的奉献致力于关系绩效改善。帮助行为的接受者也是

独立的个体，他们并不总是被动的，在亲社会动机的驱

动下，同样能够表现出积极的自主行为，如促进人际技

能、维持人际关系和促进工作奉献等。国内主流的关于

关系绩效的研究大多注重绩效“结果”，忽视了“过程”

（如帮助行为过程）对关系绩效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文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和向前推进。

最后，员工的帮助行为并非与生俱来、凭空发生的。

边界条件进一步说明，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之间的精

确关系离不开具体的情境因素。本研究指出为什么亲社

会动机对关系绩效的作用受到认知信任的影响，首次在

“亲社会动机与关系绩效”关系中引入认知信任作为调

节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当认知信任增加时，亲社会动机

对关系绩效的影响程度随之增强。需要强调的是，本研

究结果发现，认知信任具有双重身份或角色，是影响关

系绩效提升的前置变量和调节变量。另一个有趣的发现

说明，亲社会动机经由帮助行为作用于员工关系绩效并

非受到认知信任恒定的影响，即这种影响随着认知信任

程度高低而发生变化，只有在认知信任更高时，上述间

接正向影响愈加明显。也就是说认知信任调节亲社会动

机和关系绩效的关系，并以帮助行为为中介。此外，认

知信任是影响员工帮助行为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员工

之间的认知信任使他们相处更加融洽，进而在企业内部

营造出一种充满信任感的氛围，使员工更容易产生较高

的帮助行为。这在提示我们，孤立地考察亲社会动机与

关系绩效的关系而不考虑认知信任变量会导致片面的研

究结论。认知信任在本研究中呈现出一定的边界条件作

用，将亲社会动机置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下研究增强了其

可信度和解释力，廓清了亲社会动机发生效力的理论边

界，对丰富认知信任理论有重要贡献。

2. 实践启示

（1）探索认知和动机因素如何影响员工绩效是一个

富有生命力的重要课题。面对工作中的关系绩效问题，

员工是否做出帮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亲社会动

机。对于能够换位思考和站在他人立场上对待问题的员

工来说，亲社会动机有助于强化其关系绩效。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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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企业在运营中要想获得关系绩效结果，一方面需

要亲社会动机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员工个体与他人

的积极合作互助。尤为重要的是，管理者要在企业实践

中重视亲社会动机的作用，使其作用在认知信任的情况

下得到更大发挥。这要求企业一方面在人力资源招募与

选拔中借助动机方面的测量（如亲社会动机）有效预测

员工关系绩效水平 ；另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对员工动机

有针对性地监控和纠正，以期提高员工和团队绩效。反

过来讲，当员工在关系绩效方面有显著提升时，企业应

给此类员工晋升或提供更多培训机会。

（2）尽管帮助行为为员工关系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有

利保障，但对其实践价值的提示明显滞后。根据本文的

研究结论，帮助行为是提高关系绩效的一个重要前因变

量，在亲社会动机、认知信任与关系绩效之间发挥着重

要作用。这一结论告诉我们组织提高对员工帮助行为的

重视，必要时可进行针对性的跟踪鼓励和引导。面对当

今变幻莫测的内外部环境，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需

要组织内集体的智慧做出最科学有效的决策，最大限度

地提高关系绩效。为此，组织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

激发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帮助行为。

（3）组织要根据员工认知信任的强度适当调整对员

工亲社会动机的关注，从而有效控制员工帮助行为的程

度。由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的帮助行为会使得

组织内的员工过于依赖别人，丧失分内工作的积极性，

不利于自我成长和突破式发展。因此，控制员工帮助行

为的程度高低就变得至关重要。这要求管理者尽可能精

准识别组织内认知信任水平的高低，以判断组织内员工

帮助行为的程度，选择合适的激励政策来促进员工的

帮助行为。组织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组织和员工为了

提升绩效而不遗余力，有可能为了实现关系绩效“结果”

而忽视帮助行为“过程”。研究结论说明，企业要培养

和孕育帮助行为这一“过程”产生的条件，即积极关注

员工的认知信任程度，因为它是提高帮助行为和关系绩

效的情境条件。

3. 研究局限与未来发展

本研究需要在概念模型优化、数据来源等方面拓展

研究空间：首先，本研究指出了亲社会动机是解释关系绩

效的一种新思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亲社会

动机是如何影响员工行为的，即更新它们之间的影响机

制，并加以实证检验。在将来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亲社会动

机与其他类型动机在促进关系绩效过程中的区分度和增

量效应。譬如，亲社会动机会产生帮助行为，很有可能存

在这种情况，即员工亲社会动机或许导致员工筋疲力尽、

对组织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亲社

会动机是否同时对组织员工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其次，

本研究考察了认知信任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其

他调节变量，希望后续研究予以重视。如情感信任、组

织自尊和组织支持感等是否也具有调节效应，如果存在，

到底是在哪些阶段起作用？最后，研究取样在一定意义上

限定了研究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通过更大范围收集

数据确保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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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亲社会动机、帮助行为和关系绩效不会陷入一种循环，三者的

甚微区别在于：亲社会动机反映了一种“动机”或“意愿”，帮

助行为属于一种行为“过程”，而关系绩效关涉一种“结果”。

How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Helping Behavior Influ-
enc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The Mechanism and Con-
text Situation of Cognitive Trust

	 Tu Xingyong, Liu Leijie, Zhang Yiping, Peng Yaya, Lin 
Chenglu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derived from performance 

behavior view, is one of the main themes of the research on employee 

work performance, and it is also the organic guarantee and support of 

task performance. Many studies have showed that employe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critical factor of organizational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s a consequence, how to improve employe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ircles.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motivation can 

help employee promote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on employe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did not give full explanation, the 

empirical studies show mixed results and this relationship has remained 

ambiguous and conteste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gaps, this pa-

per constructs a model based on the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To test the mode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15 employees and their colleagues in Beijing, Guang-

zhou and Yinchu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trust are pos-

itively related to contextual performance,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trust are also positively related to helping behavior; Helping 

behavior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ocial motiva-

tion (cognitive trust)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Cognitive trust mod-

erates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helping 

behavior, (b) the medi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in other words, helping behavior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employe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only when the cognitive trust is limited. Finall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vation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analytical frame-

work of relational performance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a preliminary 

tes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tiv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hich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more thoroughly the deep-seated inducing factors behi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but also provides a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to the employe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

Key Words  Prosocial Motivation; Helping Behavior; Cognitive 

Trust; Contextual Performance

203-213Nankai Business Review  Vol. 23, 2020, No. 2, pp


